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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挖掘“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推动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研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
当代应用，202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中
国古陶瓷学会 2025年年会暨泉州‘东方第一大
港’海洋贸易陶瓷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
专家学者围绕泉州及福建地区古外销陶瓷的生
产、运输、销售及其全球化影响展开深入交
流。会议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泉州地区窑业格局与生产技术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羊泽林系统梳理泉州地
区制瓷手工业分期，认为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
夏商原始瓷 （如苦寨坑窑），南朝至唐集中于南
安、晋江沿海，北宋以南安、磁灶为中心，南
宋转移至德化，明清盛行仿龙泉青瓷及青花
瓷。泉州窑业具有外销导向，市场适应性强，
产品随需求演变，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转移
的阶段性及地域不平衡性，凸显手工业的历史
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介绍了基
于 2019年—2022年泉州的考古发掘成果，提出
以泉州古城为中心的窑业“三个同心圆”的分
布模式：内圈 （25公里内） 为东门窑、磁灶窑
等，产品多样；中圈 （60公里—90公里） 如同
安窑，产珠光青瓷；外圈（100公里以上）为德
化窑，以青白瓷、白瓷为主。认为南外宗正司
的消费需求与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共同促进了区
域手工业与物流体系的发展，推动泉州在宋元
时期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马俊认
为明清时期泉州制瓷业呈现明显阶段性：明早
期生产仿龙泉青瓷，技术融合本土与龙泉窑要
素；明中期转向青花瓷，受景德镇影响；明晚
期形成安溪横室阶级窑与德化白瓷两支技术体
系，响应海外市场需求；清初受漳州窑衰落影
响，德化引入横室阶级窑转烧青花；清中晚期
技术趋同，普遍采用横室阶级窑，装烧方式由
垫饼向沙间隔演变。这一历程体现了沿海手工
业对早期全球化市场的动态适应。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张红兴介绍了 2018年
泉州东门窑的勘探成果，共发现7条分室龙窑及
作坊遗迹。产品以粗胎青瓷为主，兼有青白瓷
及少量釉下褐彩，装烧方式以叠烧、覆烧为
主。认为东门窑年代为南宋至元，烧造技术源
于景德镇、龙泉及磁州窑，与周边窑址存在技
术交流。其产品以内销为主，外销规模有限，
只在沉船上有零星发现。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陈冬珑认为，“马可·
波罗瓷”是后世构建的文化标签，用以指代宋
元时期经泉州港外销的特定陶瓷品类。研究结
合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青白釉罐、南海一号
沉船德化窑青白瓷等实物证据与 《马可·波罗
游记》 文献记载，证实了泉州在宋元时期作为
陶瓷生产与贸易集散中心的地位。其产品体系
涵盖磁灶窑色釉瓷、德化窑青白瓷及同安窑珠
光青瓷等，呈现出外销定制、标准化生产及跨
文化适应的特点，体现了海洋贸易驱动下“产
—运—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与文明互鉴的全

球性影响。

海洋贸易体系与市场网络

福建博物院栗建安基于考古发掘资料，认
为泉州出土宋元陶瓷源自本地磁灶窑、德化窑
及福建其他窑口，兼有龙泉窑、耀州窑等标
本。通过对比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沉船出
水陶瓷，论证泉州港在宋元时期作为陶瓷消费
与集散中心，大量外销瓷器从此启航，成为泉
州“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物质基
础，确立其在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中的关键
地位。

福建省海丝外销瓷博物馆陈寅龙表示，浦城
地处闽浙赣交界，宋元时期窑业（如碗窑背、大口
窑）融合龙泉、景德镇等技术，产品经仙霞古道等
陆路通道运抵泉州港外销。南宋真德秀等浦城
籍官员主政泉州时推动海外贸易，进一步促进
浦城瓷器出口。考古发现证实其青瓷、青白瓷
见于日本、东南亚等地，反映了内陆窑场通过
泉州港参与海洋贸易的产销体系。

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研究生于永健通过对
东南亚地区出土陶瓷的考察，结合文献，论证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研究
表明，福建窑口瓷器广泛分布于越南、印尼等
地，印证了以泉州港为枢纽的海洋贸易网络。
出土器物铭文与商帮组织关联，揭示了民间商
队的运营模式及商品的跨洋流通，为研究海上
丝绸之路提供了实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胜文团队认为宋元时
期磁灶窑外销陶瓷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中晚
期至南宋早期以粗胎酱釉器为主，满足东南亚
日常及宗教需求；南宋晚期至元代出现黄绿釉
新品，器形纹饰更丰富，并针对伊斯兰化趋势
生产细长流军持等定制器。通过类型学分析与
海外遗址证据，揭示了该民窑依托泉州港，以
实用性与适应性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产销策略，
为海洋贸易史提供了重要案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赵
闻瑾系统分析了宋元时期泉州城市功能与瓷器
流通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将遗址分为官署、文
教祭祀、仓储码头及门户枢纽四类，揭示出三级
供应体系：本地窑口（如磁灶窑、德化窑）满足日
常需求，福建其他窑口提供多样化产品，全国民
窑（如龙泉窑、景德镇窑）作为高端补充。瓷业发
展受晋江水系资源、外销导向及政策（如市舶司
设立、南外宗正司迁入）驱动，形成“产地—集散
—出口”高效模式。泉州通过五条主要航线连接
全球，实现了内外销协同，体现了宋元时期海洋
贸易中心的集成能力。

福建博物院余慧君通过考古出土陶瓷探讨
了元代泉州 （刺桐城） 的瓷器面貌与贸易体
系。研究发现，元代瓷器普遍胎体厚重，釉色
偏白并显乳浊，以磁灶窑黑釉瓷为代表，同时
可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等产品。瓷器来源包括本
地生产、闽江流域输入及外省港口转运三类。
泉州作为产销和中转枢纽，其瓷器组合在西
亚、东南亚沉船中呈现稳定模式，体现了海洋
贸易的成本考量与地域差异。《岛夷志略》记载
泉州与 98 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元代延续宋制，

依托市舶司管理与港口优势，维持了“港城互
动”的繁荣格局。

文化互动与跨区域影响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认为南朝时
期博山炉集中出现于福建地区，形成分布孤
例。其形制以山峦型、莲花型为主，材质由汉
代铜质转为青瓷，呈现简化趋势。这一现象与
衣冠南渡密切相关：南迁士族以博山炉为礼制
符号，标榜中原正统，维系汉代儒家传统。福
建因此成为汉晋熏香文化的孑遗之地，并由此
形成“南炉北坛”的丧葬习俗差异。该器物见
证了南朝制度向隋唐的文化回流，是汉晋礼制
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博物馆伍秋鹏从文
化因素角度分析了磁灶窑产品具有阶段性特
征。南朝至五代时期，其产品在胎釉、器形及
装烧工艺上与福州怀安窑高度相似，应归属于
独立的“怀安窑系统”，而非传统认为的越窑仿
制品。宋元时期，磁灶窑在保留本地特色基础
上，广泛吸收越窑、龙泉窑等多地窑业技术，
呈现出模仿与本地化并存的面貌。其产品在器
形、釉色上虽与模仿对象相似，但胎釉质量及
烧成温度存在差异，反映出技术吸收中的在地
化改造，体现了“名实分离”的瓷业现象。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陈扬分享了其对
福建地区宋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认为其分布
呈现“内陆多、沿海少”的特点，闽北、闽西
为主要发现区域。墓葬瓷器可分为明器神煞
（如堆塑瓶、谷仓罐）、饮食器 （执壶、盏托、
茶碗） 及熏香陈设三类，兼具丧葬礼仪与日用
功能。产地分析显示，随葬品包括北方名窑、
景德镇青白瓷及福建本地窑场 （如南平茶洋
窑、三明中村窑） 产品，反映了宋元时期福建
与江西、浙江的文化交流，以及内陆丧葬传统
与沿海窑业外销导向并存的区域特征。

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中国古陶瓷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冯小琦在学术总结中表示，专家
学者通过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泉州古外销陶
瓷的生产、运输及其全球影响，确认了泉州作
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在世界海洋贸易
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因港兴窑”的产业带模
式。同时，提出了以泉州古城为核心的“窑业
同心圆”理论，明晰了不同圈层的产品体系与
地域经济整合。并且系统梳理了泉州制瓷业从
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完整发展脉络。会议研讨
还涉及沉船考古、科技检测等多方面内容。概
而言之，本次研讨会借助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
的深度交融，将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
易陶瓷研究由“现象描述”推进至“机制解
析”阶段，逐步构建起能够反映以泉州为核心
的海洋贸易动态演进的解释模型，最终达成对
宋元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精准阐释。期待将
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对泉州古代制瓷业进行更
为深入的研究与阐释：一是加强跨国、跨机构
合作，构建海洋贸易陶瓷综合数据库；二是深
化对贸易链条中商人、运输组织等“人”的因
素的研究；三是推动学术成果的公众转化。
（作者单位：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泉州市文物局）

铜壶是一种酒器，亦可作为盛水之
用。《仪礼·聘礼》载“八壶设于西序”，注

“酒尊也”。《周礼·挈壶氏》则云“掌挈壶以
令军井”，注“盛水器也”。殳季良父壶铭曰

“用盛旨酒”，伯陭壶铭曰“用自作醴壶”。
上述文献及铭文资料说明了铜壶在古代
青铜礼器组合中的用途。《仪礼·少牢馈食
礼》亦有记载，铜壶在西周时期的礼仪中
用于盛放酒水，是不可或缺的礼器。20世
纪90年代，在对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进行
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特别是铜壶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现择取
其中的几件铜壶介绍如下：

虢仲铜圆壶

出自 M2009 虢仲墓，通高 35.7 厘米、
盖高 11.85厘米、口径 12.9厘米、腹径 21.3
厘米、圈足直径 18.2厘米。上有盖，盖顶有
喇叭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敞，
长束颈，颈部附一对半环形龙首耳，龙舌
下弯衔一圆形环，垂腹，近平底，圈足。握
手顶部饰龙纹，握手与圈足饰垂鳞纹，盖
缘与颈下各饰一周“S”形凸目窃曲纹，颈
上部饰波曲纹，龙首耳所衔扁环的正面饰
一周凸弦纹，上腹部饰一周无珠重环纹，
下腹部分饰二周“S”形无目窃曲纹，腹部
纹样之间界以瓦垅纹。在盖口外与颈部内
壁均铸有竖款排列的铭文，其内容、字数
均相同，但字体、字形略有不同，自右至左
共二行5字，即“虢中（仲）乍（作）旅壶”。

虢姜铜圆壶

系山西临汾警方破案移交，通高 38.8
厘米、盖高 10.6厘米、口径 13.8厘米、腹径
22.6厘米、圈足直径19厘米。上有盖，盖顶
有喇叭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
敞，方唇，长颈，颈部附一对称的龙首吐舌
环形耳且各衔一圆形环，垂腹外鼓，近平
底，高圈足。盖顶饰龙纹，握手处饰一周倒
垂鳞纹，盖缘与颈部分别饰一周“S”形凸
目窃曲纹，颈上部饰一周波曲纹，腹上部
饰有珠重环纹，中部瓦垅纹之间为“S”形
无目窃曲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腹上部
有补铸痕迹。盖子口外侧与器颈部内壁均
铸有竖款排列的铭文，其内容、字数均相
同，但字体、字形、行款略有不同。在盖子
口外侧所铸铭文，自左至右、自上而下四
行 8字，即“虢姜乍（作）旅壶，永宝用”。在
器颈部内壁所铸铭文，自左至右、自上而
下共三行 8 字（字迹不清晰），即“虢姜乍
（作）旅壶，永宝用”。

联羽纹铜圆壶

出自M2001虢季墓，通高 39厘米、盖
高 6.8厘米、口径 14厘米、腹径 23.8厘米、
圈足直径 20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形
握手，盖子口较深。器身为母口，略微外
撇，厚方唇，颈部细长，两侧装饰有栩栩如

生的龙首耳，龙舌自然下弯且衔着一个圆
形环。腹部下垂，底部近乎平底，高圈足。
盖的握手与器物圈足均饰垂鳞纹，盖面及
器物下腹部饰以联羽纹，颈部饰简洁的波
曲纹，上腹部环绕两周无珠重环纹。

重环纹铜圆壶

出自M2006孟姞墓，通高 38厘米、盖
高10.4厘米、口径13厘米、腹径23.6厘米、
圈足直径 19.4 厘米。上有盖，盖顶有喇叭
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微外撇，
方唇，颈部附一对龙首耳，龙首双角耸立，
龙舌下弯衔一圆形环，垂腹，高圈足。盖顶
饰盘龙纹，握手与圈足则装饰有细腻的垂
鳞纹，盖面环绕一周菱形方格纹，颈上部
点缀波曲纹，颈下部则装饰一周“C”形无
目窃曲纹，腹上部饰有二周有珠重环纹，
而下部则饰一周变形云纹。

窃曲纹铜圆壶

出自 M2011 太子墓，通高 37.4 厘米、
盖高 8 厘米、口径 12.8 厘米、腹径 22.8 厘
米、圈足直径 19.4厘米。上有盖，顶有围栏
式握手，深子口。器敞口，长束颈，颈部附
有半环形龙首双耳，垂腹，圈足。壶盖握手
与器身圈足装饰着垂鳞纹，盖缘与器颈中
部分别装饰“S”形平目窃曲纹和“S”形凸
目窃曲纹，颈上部环绕着波曲纹，腹上部
饰一周重环纹，腹中部饰瓦垅纹及两周无
目窃曲纹。

虢季铜方壶

出自 M2001 虢季墓，通高 49.5 厘米、
口长 17.6 厘米、口宽 11.6厘米、腹长 28 厘
米、腹宽18.5厘米、圈足长24厘米、圈足宽
15.8厘米。上有盖，盖顶有长方形握手，深
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敞，方唇，长颈，颈
部附一对称的长鼻龙首耳，龙舌下弯衔
一圆形扁体环，垂腹，平底，高圈足。握手
顶部饰以细雷纹衬地的“S”形凸目窃曲
纹，握手与圈足饰斜角“C”形无目窃曲
纹，盖面与颈下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衬
地的两两相对的前垂冠回首凤鸟纹，颈
上部饰一周连作山峰状的三角“C”形无
目窃曲纹，龙首耳所衔扁环的正面饰简易
无珠重环纹，上下腹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
衬地的前垂冠凸目凤鸟纹，在上腹部者昂
首相对，在下腹部者回首向背。在这四组
凤鸟纹之间界以条带状凸栏线与菱形或
三角形凸饰。在颈部内壁铸有竖款排列的
铭文二行8字，自右至左为“虢季乍（作）宝
壶，永宝用”。 （下转7版）

龙虎图像组合是汉代纹饰中较常见的表现
形式，在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彩绘陶器，铜
器、雕塑中都有出现。九江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铜
镜中有一类以龙虎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圆形，圆
钮，内区一龙一虎夹钮相向对峙，呈现浮雕状，龙
虎嘴部张开，彼此注视对峙。三角锯齿纹缘。此类
铜镜大致在东汉时期开始流行，龙虎的形象与当
时社会的宇宙观、生死观以及阴阳五行、升仙、谶
纬等思想等有关。

铜镜中的龙虎图像

龙虎图像作为铜镜纹饰从东汉时开始流行，
尤以当时会稽郡、吴郡铸造的铜镜为代表。孔祥
星等编著的《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不同类型的
龙虎镜。根据现有的资料，汉代龙虎镜大致有二
龙二虎对峙镜、二龙一虎对峙镜、一龙一虎对峙
镜、单一主题龙或虎镜等，可以看出这一类铜镜
以龙、虎为主题纹饰，搭配以禽鸟、瑞兽、羽人等，
形成不同的纹饰组合。

汉代龙虎图像

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是由人类幻想出
来并赋予其神性的动物。汉代以前，龙的形象比
较模糊，龙形图像变化多样，不固定。汉代龙的形
象空前活跃，龙的纹饰见于不同的载体，比如砖、
瓦、铜、石、玉等。《说文·龙部》云“龙，鳞虫之长，
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王充《论衡·龙虚篇》载“龙之所以成形者，以能屈
伸其体，存亡其形”“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虵尾”。
这些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龙形象，体现了汉代人对
龙的认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高祖为
人，隆准而龙颜。”龙形象与国家最高统治者紧密
联系，龙的地位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
点在西汉早中期的丧葬制度及活动中得到体现，
龙题材作为较高等级身份的象征，造型精美且有
一定的规制。西汉中期后，龙题材发生了重大变

化，龙从至高无上的图腾神变为被权力镇压的走
兽。从西汉晚期起，龙形象表现出由上而下的普
及，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普通大众，都希望借助龙
的神力而得以达到升仙的愿望。东汉时，以阴阳
五行、灾异祥瑞为中心的谶纬逐步渗透，龙被视
为瑞的象征，吉兆与辟邪功能日益凸显，成为东
汉以后两千年来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兽。

虎是现实动物，虎性凶猛，在一定的思想语
境下被人主观赋予其神性。早在远古时期，就出
现虎图腾，产生了对虎的崇拜。先秦时期的人已
注意到虎的勇猛特质，《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
百辆，虎贲三百人。”即把勇猛之士称作“虎贲”，

《礼记·曲礼》“又王门则画虎以示勇守”，虎符节、
虎形钮印等实物，印证虎被借用至政治、军事、文
化等领域，以作为权力、勇猛或神性的象征。汉代
多为写实虎纹，躯体四肢清晰，虎纹形态逼真生
动。东汉早期出现了在写实虎上添加飞翼，与仙
人组合，表达了汉代人升仙的愿景。东汉以后受
阴阳五行与谶纬观影响，虎逐渐衍生成一种符
应，并带有辟邪驱鬼的功能，《焦氏易林》载“切切

之患，凶重忧荐，为虎所吞。”

铜镜中龙虎图像的含义

上述是龙、虎形象作为单一图像在两汉时
期的社会含义。成对出现的龙虎形象，其彼此
间是存在对照和呼应关系的，除了保留有单一
图像含义外，龙虎图像在汉代有其较为特定的
社会含义。

升仙、长生不死的想象。其一源自对西王母
的信仰。西王母与龙虎图像的固定匹配在汉代四
川地区极为广泛，有学者将龙虎视为西王母的陪
伴和守护者，或是西王母左右的组成部分，即构
成完整西王母的有机体。《焦氏易林》中记载“驾
龙骑虎，周遍天下，为人所使，西见王母。不忧不
殆。”龙虎作为主神西王母的坐骑，是西王母的象
征，这一图形在铜镜中的使用，表达了汉代人升
仙的愿景。其二在汉画像中龙虎是较常见的对应
物，龙虎相对代表东西相对、阴阳相对，来象征阴
阳二气，还出现了龙虎交媾镜，反映的是汉代盛
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
以追求成为长生不死之仙。

吉兆、辟邪的世俗化愿景。龙、虎图像组合在
阴阳五行与谶纬思想中，龙被归为祥瑞，其吉兆
与辟邪寓意愈发凸显，虎因其勇猛、威力无穷而
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而被神化，成了辟
邪通天的神物。镜铭中有“左龙右虎辟不羊”“仓
龙在左，白虎在右，辟去不阳宜古市，长宜君亲利
孙子”“左龙右虎辟不阳，长富乐未央”等等，镜铭
文已将龙虎图像镜组合的作用说得很清楚，即辟
邪除凶，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追求。

龙虎图像镜是生活用品，是汉代铜镜中较为
特别的一类，龙虎图像及镜铭反映的是汉代社会
尤其是东汉人们追求升仙、长生以及阴阳五行、
谶纬观影响下的祥瑞灵兽庇护、避灾异、求吉兆
的愿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追求，突显其历
史价值。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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